
∗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细致且深入的修改意见。 同时，也感谢王楠、侯俊丹

等师友对本文的修改建议。 文责自负。
① 潘光旦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舍弃了这种对重要性的比较，他认为两者在很多时候

“实在是无法分轻重的”，能够比较的只是两者之间“常与变”的态势（潘光旦，２０００ｊ：４０）。

性爱、家庭与民族：
潘光旦新家制的内在理路∗

杭苏红

提要：潘光旦对家庭研究的重视，既是为了回应民国家庭变革所带来的
离婚增多、家内关系紧张等诸多家庭问题，更是为了以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
衡为基础，重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新家制。 一方面，通过探讨
两性关系中自然性冲动与社会性情感的共存关系，以及在处理家内关系时综
合考量家庭成员之间自然性差异与德行、才智差异，潘光旦论证了维持自然
性与伦理性的平衡，是克服家庭变革中激进或保守倾向、进而促进两性关系
与家内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则。 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潘光旦进一步论证了
现代个体在维持家庭稳定的同时走出家庭，将家内培养的同情心与责任心扩
展到社会、民族的可能性。 这一思想是坚持从改革家制出发，而非从其他替
代性团体入手，推动个体发展与民族进步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潘光旦　 性爱　 家内关系　 折中家制　 民族

一、导　 言

经历了 １９２９ 年与孙本文之间的“文化与优生学”论战之后，潘光

旦愈发被贴上了过度重视遗传与优生、忽视文化与社会环境的标签

（吕文浩，２００９：７５ － ８７）。 可是，这标签贴得实在有失公允，在两年之

前，潘光旦就曾指出，在解释文化与社会现象时，遗传与环境“都是不

可缺少的”（潘光旦，２０００ｎ：２３７），两者只是一个“比重问题”，有些时

候，环境比遗传重要，在另外一些时候遗传比环境重要，①但两者总要

维持一定的比例以达平衡。 潘光旦对遗传与环境之比例性平衡的这一

论述，贯穿于其研究的始终。 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这一论述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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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着一对反映潘光旦基本思想命题的概念：自然性与伦理性。 “自
然性”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既包括通过遗传作用形成的每个个体的

生理、心理、性情，也包括人作为生物体的一些共有特征，比如求生与性

欲的本能、两性的生理性差别，以及个体年龄的差别，等等。 与“自然

性”的先天性不同，“伦理性”则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处

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与方式，具体来说，既包括个体之间的互动和

情感，也包括某些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 在潘光旦看来，不论是个体还

是社会的发展，都受到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影响，为了保障个体与社会发

展的稳定、持久，需要在综合考量两种属性的同时，维持两者间的比例

性平衡。 这一“善于权衡事理”（潘光旦，２０００ｎ：２３６）的思想，在他的家

庭研究中表现得十分充分，是他重构新式家庭制度最为重要的理据。
潘光旦对家庭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一直到 ４０ 年

代后期仍频有新论。 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兴起的自由、平等理念，人
的权利与“人格”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家庭观念。 一方面知识界

与舆论界不再满意于传统大家族制度，对其展开了诸多批评；①另一方

面，清末以来②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小家庭制度（Ｇｌｏｓｓｅｒ，２００３）离婚率

高、老人在经济与精神上失去赡养的担忧也更加普遍化，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随即开始流行，出现了“无家庭”、③“经过或者不经过小

家庭阶段的家庭灭亡”思想（易家钺、罗敦伟，１９２１：３）。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开始，随着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些带有强烈“主义”色彩的家

庭研究与家庭思想开始逐渐被学院派研究所取代。 在社会学与人类学

领域，出现了对于城乡家庭状况的实地调查（李景汉，１９２９；言心哲编，
１９３５），对南方家族、宗族的人类学描述和分析（林耀华，１９８９；许烺光，
２００１），同时，在家庭理论（费孝通，１９４７；孙本文，１９４２）、中国家族社会

史（陶希圣，１９２９）方面也颇有新论。 潘光旦的家庭研究是此阶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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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民国时期对传统家族制度的“讨伐”中，常被论及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吴虞、陈独秀、
施存统等人对传统家制、孝道的批判。
比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一书中引用法国巴黎 １８９１ 年离婚率说明小家庭制度中

的两性关系易于破灭（康有为，２００７：２８２ － ２８３），在《大同书》中论述了西方小家庭制度

中子辈“薄报”老人的情况（康有为，１９９４：２０６ － ２１０）。
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无家庭”思想在知识界获得了一定的认同，比如 １９３０ 年，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等人面对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未来）要不要家庭”的请教，均对

未来家庭持否定态度，认为“（家庭）不要的好”，“家庭缩小、至于个人的生活”，等等（本

报讯，１９３０）。



派家庭研究的重要代表。 １９２８ 年，他的《中国之家庭研究》一书初版，
六年内再版四次，被视为民国家庭研究为数不多的代表著作之一（雷
洁琼，１９３６：５９６）。 不过，可惜的是，潘光旦的这本著作以及他的家庭

思想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社会学界的足够重视。 这主要是因为他探讨

中国家庭问题的方法和思想资源突破了社会学学科的既有范式，涉及

了生物学、优生学、精神分析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等内容。 费孝通曾

对潘光旦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整体评价，即发挥“中国儒家的基本精

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改进遗传倾向和教育环境去培养日臻完善的

人的身心素质”（费孝通，１９９９：５４３）。 这正是潘光旦的家庭研究的学

术追求，他试图利用自己对于中西社会思想史、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及

西方生物学、优生学、精神分析学等科学的熟谙，为新旧之变、中西之辨

中的中国家庭制度提出适宜的改革建议，促进“人的培育”。 有鉴于

此，本文希望通过考察他的家庭思想，呈现他“培养日臻完善的人”的
实现途径及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家庭在个体与社

会之间的结构性位置与深远意义。
潘光旦的家庭研究著述，在发表时间分布上比较零散，跨越了近二

十年，大致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发表的《中
国之家庭问题》一书为核心，主要从“优生学”①视角对婚姻、生育、家制

进行分析，强调家庭关乎种族②精神与血统绵延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折中家制的构想；后期以 １９３６ 年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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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潘光旦思想中的“优生学”是他对西方优生思想有选择的吸纳，提倡个体“通过婚姻选择

与生育后代的方式来实现人类遗传品性的优化组合，达到种族品质改良的目的”，与广义

优生学和种族主义有着明显差异（吕文浩，２００９：５０ － ５１）。 在潘光旦所处的时代，伴随着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优生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曾对欧美知识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受到了罗素、席勒、霭理士等人的关注与支持（Ｈａｗｋｉｎｓ，１９９７：２１８ － ２１９；霍夫施塔特，
１９８１：１８１）。 潘光旦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不仅在美国学习生物学、优生学，并且回

国后一直以提倡优生学为己任，出版了大量书籍和文章，如《优生概论》、《优生原理》、
《优生与抗战》等。 对于潘光旦的优生学思想，一直以来不乏批判之声（孙本文，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ｂ；周建人，２０００），但是从研究潘光旦思想的角度来说，在看到他的优生学思想时代

局限性的同时，更应该尝试着探析潘光旦的优生学论述背后试图将个体、家庭与更宏大

的民族国家相关联的理论抱负，以及他试图以之实践“人的培育”的苦心。 实际上，这些

理论构想在当时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在当代社会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个体归属感

的缺失、现代性建设方案中“人的缺失”，等等。
潘光旦较常使用的“种族”概念是一个基于生物性的概念，指“种质”或“血统” （吕文浩，
２００９：１１４），他认为当时学界较少讨论民族之生物性基础，因而他要格外强调民族在血缘

世代传递意义上的“种族性”。 这与“种族主义”对种族的讨论有很大差异，潘光旦也有

专文批评“种族主义”的种族差等、种族排斥（潘光旦，２０００ｒ：３６７）。



主，如《家族制度与选择作用》、《过渡中的家庭制度》、《祖先与老人的

地位———过渡中的家庭制度之二》、《性爱在今日———过渡中的家庭制

度之三》等，试图从两性关系、老人地位这些涉及家庭成员关系的日常

化议题入手，为变革中的中国家庭重建合乎人心的新秩序。 两个时期

的研究虽然在论述内容、书写风格上有所差异，但是在反对小家庭制

度、无家庭制度，提倡折中家制这一基本思路上保持着一贯性。 可以

说，后期的家庭研究是从性心理学、“位育”思想出发对前期研究的补

充，对原有的新家制构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
不过，以往对潘光旦家庭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他第一个时期的作

品，对第二个时期的作品重视不足。 通盘考察潘光旦家庭思想会发现，
他在第二个时期对家内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对两性关系的分析实际上

也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新家制构想的事实性基石。 在他看

来，两性关系是现代家庭得以成立的首要的事实性基础，如果当代社会

对两性关系没有理性的认识，恋人和夫妻关系常常处于破裂与幻想之

中，“家庭制度不但无法健全发展，并且根本上站立不稳” （潘光旦，
２０００ｉ：３７０）；与之类似，家内关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情感有关，如
果只是破坏家庭成员间的伦理关系，而不思重建更符合人心的新式伦

理，稳定家庭关系，则极易产生个体情感困境与社会失范。 有鉴于此，
本文将从潘光旦第二个时期的作品入手，首先讨论作为家制事实性基

石的两性关系，随后探讨更大范围的家内关系，以及在第一时期作品中

涉及的折中家制、家庭与民族发展问题。 这种解读文本的顺序并不是

随意为之，而是包涵着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潘光旦思想的理论考量。
以往对潘光旦家庭思想的讨论，因为缺乏对于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分

析，只着重强调家庭具有种族精神绵延、民族发展的意义，不免显得空

泛和抽象，未能探究这种具有种族精神绵延、民族发展意义的家庭是如

何建立与维持的？ 这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家庭成员关系具体是怎样

的？ 与这种新家制相匹配的是一种怎样的现代人格？ 简言之，不了解

潘光旦对于当时中国家制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历史处境的分析，以及他

为了应对上述诸困境而提出的重建方案，我们就无法充分地理解他关

于家庭革新能够促进民族发展的判断。
同时，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综观潘光旦的家庭研究，因最令人费

解而被悬置、但同时也最引人入胜的是潘光旦对遗传、性本能、两性心

理与婚姻选择的诸多讨论。 以往对潘光旦家庭思想的研究很少涉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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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容，主要是因为它们溢出了当代社会学学科偏重于组织制度分析

的研究范式，并且其依据的优生学原理在当代知识界也已经式微，因而

潘光旦的这些分析要么被冠以“优生学视角的家庭思想”悬置起来，要
么被视为潘光旦对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的碎片化运用。 这种将潘光旦的

社会学家身份与他的优生学、精神分析、性心理学思想割裂开来的研究

取向，不仅不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探析潘光旦的家庭思想，并且在很

大程度上窄化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视阈。 潘光旦在中国社会

学史上的重要性，或许正在于他努力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综合性的社

会科学。 他提出的“两纲六目”论强调对个体（包括通性、个性、性别三

个层面）与群体（包括秩序的维持、文化的进展、族类的绵延三个层面）
的整体研究，希望以此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潘光

旦，２０００ｄ：１０２），即是明证。 同时，在他看来，过度强调制度、组织的社

会学者忽视了作为理解社会与世界基础的“人性的问题”，而这种对人

的探究离不开“生物，遗传，生理，心理，以至于病理诸种学科的准备”
（潘光旦，２０００ｅ：２６１）。 只有从理解人出发，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理解人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氛围，才构成潘光旦所说的对

“生命的真实” （潘光旦，２０００ｄ：７８）的综合性理解。 这也是他试图以

“人的研究”为中心，将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社会文化的功能学

派、实验论与工具论和人的科学五大头绪汇总为“新人文思想”的用意

所在（潘光旦，２０００ｄ：１０４ － １１０；蒋功成，２００７：２１７ － ２１９）。
总体而言，潘光旦的新家制构想中存在一条从两性关系、家内关

系、家庭制度再到家庭与民族的重建脉络。 在这一脉络的各阶段中，潘
光旦都试图在已有的现实基础上，通过补充、协调的方式，努力维持此

阶段内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与综合。 在这种对家庭制度各层面的努

力安顿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家庭之于个体、社会、民族，乃至中华

文明的深远意义。

二、“欲—恋”观：家制的性爱基础

民国时期的家庭变革，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夫妻关系愈来愈凸显，
“恋爱”与“爱情”成为确立夫妻关系、组建家庭的先决条件。 这一趋势

在五四以来的期刊与专著中有诸多反映：既包括对西方恋爱理论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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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比如爱伦凯的“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理念（爱伦凯，１９３３；杨联芬，
２０１２）、倍倍尔有关女性性解放的提倡（倍倍尔，１９２８），以及卡本特（嘉
本特，１９２３）、霭理士（霭理斯，１９２８）、罗素（１９３１）等人的相关思想；也
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结合这些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男女性爱问题的讨论，
其中有一些是在期刊杂志上引起过广泛讨论的话题，比如对于新性道

德标准的讨论（许慧琦，２００８）、对于恋爱之生物性基础的讨论（生活书

店编译所编，２０１２），也有一些是以宣传、倡导为目的的学者发声，比如

张竞生对于中国人性健康、女性性高潮的讨论（张竞生编，２０１４），周建

人对于性教育的分析（周建人，１９２２）。 可是，与很多时髦理论被简单

移植的遭遇类似，这些讨论大多没有深究译介过来的恋爱理论得以产

生的西方思想史脉络，同时，对于将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化与现实中的适

应性问题也缺乏相应的考察。 所以，虽然话题热门、议论纷纷，但是以

客观之精神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者并不多见。 并且，当时参与性爱问题

讨论的学者大多是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学者来说，虽然这一问题引

起了他们的关注，比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传统家族“没有合

理解决夫妇两性感情的发展” （费孝通，１９４７：５７），但是对此问题展开

的研究仍不多见。 在此背景下，潘光旦运用性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与传

统儒家思想，对霭理士“性爱观”的深入分析与进一步发展，具有相当

的开拓性。
１９３６ 年，潘光旦在《性爱在今日》一文中指出“家庭的最大的基础

是性爱”，如果对于性爱不了解，或者只是形成一些“幼稚的见识”，那
么“家庭制度不但无法健全发展，并且根本上站立不稳” （潘光旦，
２０００ｉ：３７０）。 潘光旦对家庭问题中性爱作为根基的这一判断，使得我

们研究其家庭思想时也自然而然地选择性爱问题作为入手点。 那么，
什么是潘光旦所说的“性爱”呢？ 怎样的性爱才能为家庭制度的健全

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呢？
“性爱”一词是潘光旦对“ｌｏｖｅ”的翻译。 其时的学界与舆论界并不

将“ｌｏｖｅ”翻译为“性爱”，而是参照日文译法译作“恋爱”，或者译作“爱
情”（杨联芬，２０１４）。 与这两种译法相比，“性爱”译法有一个突出的特

点，即强调两性间“爱”之情感的同时，重视人的生物性———“性”（ｓｅｘ）
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当然，同一时期从生物学视角分析两性关系的学

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周建人就认为“恋爱没有其他的秘密，仅是两方的

欲望趋向一致”，而“欲望无他，只是腺的分泌” （生活书店编译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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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 不过，和这种将两性关系基础只认定为性腺分泌不同，潘光

旦在强调两性性欲需求的同时，还引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
“恋”。

“欲”与“恋”这一对概念并不是潘光旦的首创，而是源自他私淑已

久的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Ｈａｖｅｌｏｃｋ Ｅｌｌｉｓ）在《性爱的估价》 （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ｏｖｅ）一文中的区分。 不过，潘光旦对“欲—恋”关系的分析在

霭理士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 霭理士认为“ ｌｏｖｅ”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ｌｕｓｔ”和“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Ｅｌｌｉｓ， １９４０），潘光旦将其翻

译为“欲”与“恋”。 “ ｌｕｓｔ”并不难理解，指性欲、性冲动，而霭理士使用

的“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一词则值得玩味，它沿袭了古希腊哲学中友爱的意涵，
涉及情感性关联。 霭氏有关“ｌｕｓｔ”和“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的最重要洞察是认为

“欲的流波如果不能向四周推广出去，以至于影响到心理有机体的其

他方面———至少是情感与社会情绪方面———就不能称为是性爱”。①

潘光旦的“欲—恋”观正是以霭氏的这一界定为本源。 在翻译完霭氏

的这段话后，他用更长的篇幅论述了自己对于恋、欲恋关系的理解，其
中既有对霭氏更细致入微的解读与引申，又突破了霭氏的心理学分析，
试图从更具文化性的层面来分析“恋”之重要意义，提出他自己对于新

式两性关系的设想。
潘光旦从欲与恋的关系入手，更明确地提出了“欲恋一元说”。 他

抓住霭氏理论中“欲”要被“推广 ／放射”（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出去，以产生情感与

社会情绪这一关键环节，进一步指出“欲与恋是一元的，并不是二元

的，有程途之分，无品类之别” （潘光旦，２０００ｉ：３７３），即“恋”是由对他

者之“欲”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微妙且难舍的情绪，在“品类”上和欲是类

似的，都具有自然性基础，都不是社会条件与环境的产物。 为了更清楚

地表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潘光旦对于恋与友谊的不同认识。
在他看来，友谊是性爱的“附件”，容易与性爱“夹杂”在一处，比如，夫
妻关系虽然建筑在性爱之上，“但其间也不能说没有友谊”。 友谊的产

生和增加，主要依靠才品相当、兴趣相近、“共甘苦”、“一人受过对方的

直接或间接的恩遇”等社会性条件。 简言之，友谊是一种社会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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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ｖｅ”，译文参考潘光旦（２０００ｉ：３７３）的翻译，有改动。



产生的情感，但是“恋”则是以性欲为基础而产生的情感。
潘光旦对“恋”之自然性基础的设定，与我们一般意义上对性欲和

个体间情感的理解不大相同。 在一般意义上，“性欲”只是一种生理性

冲动，并不具备转化为人际情感的能力；个体间的情感似乎也更多地偏

重于社会性，很难说清楚是否能在性欲这一生物性基础上产生“恋”。
那么，潘光旦为什么要论证这样一种具有自然性基础的“恋”呢？ 为什

么一定要从性欲这一个体自然性中生发出一个具有社会性关联与情感

的“恋”呢？
回顾近代以来个体“性本能”被揭示与肯定的历史，它为解释很多

性压抑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可谓个体心理与精神研究方面的重大突

破。 潘光旦早年从精神分析视角对才女冯小青遭受性压抑而产生精神

郁结的研究即是例证。 不过，如果因此认为恋爱关系与夫妻关系的建

立只取决于是否存在性欲冲动（或称抽象的爱情感觉），当性欲冲动消

失，两性关系就应该结束，那么两性关系就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这

也正是潘光旦对当时离婚率增高、都市青年恋爱关系混乱的担忧。 因

而，在肯定“欲”之重要性的同时，潘光旦试图通过对“恋”的阐释，建立

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关联、情感性基础，从而使之能够发展为具有温情的

伦理关系，最终既给予个体本能适当的满足，又能建立两性间的情感关

系。 并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欲—恋”说对于当时婚恋观中的另一种

极端状况“精神恋爱”———排斥肉体欲望的“纯爱”，也有所纠正。 如果

说只凭性冲动建立的两性关系走向了自然性的极端，那么，过度提倡

“精神恋爱”则是只重视文化与精神沟通的极端。 上文曾提到，与“共
甘苦”、“恩遇”所产生的社会性情感———“友谊”不同，“恋”的产生并

不依赖于社会条件和环境，而只源于两性关系中的另一方，以及由此产

生的情愫。 这意味着“性爱”是对一个真实的“他者”的感情，它指向的

是具体可感的他人，是包括其身体、性情、思想、优缺点在内的全部。 同

时，它强调的是对于两人之间共同生活的经营，而不是当时的“精神恋

爱者”所陷入的“自我恋” ／ “影恋”的迷思。
因而，“欲—恋”观设想的两性关系既反对只重视个体性欲本能、

忽视情感的爱情观，也反对只强调两者精神性关联、忽视生理性基础的

纯爱观。 它试图在生理因素与精神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分寸。 这

种分寸最明显地表现于欲与恋的关系上，潘光旦曾用“文质之分”阐释

欲与恋的关系，他说“欲是质，恋是文，二者缺一不可，过于偏重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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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不可。 大约文明的趋势是要在欲与恋之间觅得一个最合情理的分

寸关系”（潘光旦，２０００ｉ：３７６）。 “欲—恋”之间合理的分寸关系，也是

两性关系中自然性与社会伦理性之间的合理的分寸关系，这正是潘光

旦论证“恋”之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三、位育与家内关系

通过“欲—恋”观的培养，两性间得以建立比较稳定的情感性关

系。 而当两人进入婚姻与家庭生活，原本的关系进一步扩展为夫妻、亲
子、祖孙等更加复杂的家庭关系，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 比如，如何处

理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之担当相应的家庭角色；又或者，夫妻

之间随着相处时日增长，如何应对情感中友谊的成分增加，性爱（ ｌｏｖｅ）
逐渐减少。 在第二个问题上，潘光旦并没有过多着墨，他认为这种性爱

因素的减少是自然的过程，并不存在浪漫主义者所设想的永恒的激情

之爱。 只有形成正确的性爱观，才能以良好的心态进入婚姻和家庭。
他对第一个问题，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这构成了他

讨论家庭问题的一个重要面向：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场域，分析家庭内

部每个人的伦理位置和相互间的关系。 潘光旦对家内关系的重视，实
际上有着很强的现实考量。 民国时期，随着新思潮、新思想的传播，传
统的家庭伦理，如以宗法、丧服制度为基础的亲亲、尊尊等原则已经无

法适应新的人心与社会；同时，很多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十分紧

张，乃至破裂。 因而，不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学理角度都需要按照一种

新的伦理精神重建新式家内关系。
潘光旦讨论家内关系的基本原则，来源于他对“人伦”问题的思

考。 他曾在《明伦新说》一文中指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个维

度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体的年龄、性别这些先天的自然属性；第
二，“身份、地位、贫富、贵贱”等后天的社会性属性；第三，“德行、智力

与才能”等不容易分辨先天性还是后天性的属性（潘光旦，２０００ｃ：２７）。
潘光旦在讨论家内关系时，也是从这三个维度入手。 一直以来，我们比

较熟悉的是潘光旦对于个体年龄、性别这些自然属性的重视。 基于此，
我们或许会误以为他是一个生物决定论者。 不过，当了解了他同等重

视难以分辨先天与后天属性的“德行、智力与才能”，以及一些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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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我们就会明白在当时保守的传统家庭伦理规范与激进的个体无

限发展理想之间，潘光旦这一“自然—伦理”的综合性思考框架试图达

到的家内“位育”之功效。
“位育”是潘光旦社会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他翻译西

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时的自创，取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位”指“安其所”、“育”指“遂其生”。 这一概念本来是生物学用语，强
调生物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要突破环境的某些限制以实现个体的发

展。 在潘光旦的思想体系中，他将这一概念发展为一种促进事物稳定

与发展的整全的方法论视角，在对个体之发展、教育之功能、民族复兴

之目标的分析中都曾有所运用（潘乃谷，１９９９：２３ － ２９）。 在家庭方面，
潘光旦的位育思路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家庭作为一个组织单位，要在适

应外在社会环境的同时积极发挥家庭对于个体、社会、民族的功能；另
一方面表现为家庭关系中，每个个体要追求自我的“位育” （潘光旦，
２０００ｕ：４３４），即潘光旦所说的：“家庭问题是各个家人的‘位育’问题”
（潘光旦，２０００ｏ：３５４）。

结合处理人伦关系的三个维度，家内“位育”问题首要的是承认个

体的自然属性。 潘光旦指出要根据个体的自然属性———“年龄与性别

等特征”来安排他们的家内位置与发展规划，以期达到“老者安之，夫
妇信之，少者怀之”的目标（潘光旦，２０００ｏ：３５５）。 根据这一观点，不同

年龄者的位育不同。 以老人为例，随着当时社会的革新与进步，老人在

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动摇，而作为老年人口，最重要的位育是能够获得安

稳的晚年，在物质之养与“情绪之养”上都获得满足①。 与之类似，潘光

旦认为不同性别也有其自身的位育，除了母性较弱的女性外，大多数女

性仍以生养子女、管理家庭事务作为人生的基本需求与满足（吕文浩，
２０１６）。 潘光旦对于女性性别的这一看法，一直以来都因为过于强调

性别之自然性而遭到性别建构论者的批判。 如前文所述，对“自然性”
的肯定只是潘光旦在讨论家内关系时所采用的三重维度之一，对“德
行、智力与才能”以及社会性属性的强调也是两个重要的维度。 可惜

的是，他没有就此对女性问题进行更加详细、具体的分析，因而在此问

题上显得过于强调生理性别。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潘光旦家内位育的

讲法与传统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安排有着本质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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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养老问题，特别是情绪之养，参见吕文浩（２００９：１８４ － １８７）的论述。



家内位育观不是为了保全宗族、家族利益而对个体进行压抑，而是试图

从个体自然性出发，为个体寻找最适合的位置与发展。 这种对自然差

别的强调有其生物学的事实性基础，同时，在潘光旦看来，它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对老年人的尊敬为例，年龄

这种自然性上的差别使年幼者对年长者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尊敬感，即
“情感的自然流露” （潘光旦，２０００ｌ：１３５）。 潘光旦指出这是传统儒家

思想中精华的部分，它使得中国的家庭关系与情感以“亲亲”为基础自

然生发，不大需要西方式的哲学观念，比如义务观、责任观等为之张本。
也就是说，新式家内关系的伦理内核仍旧是中华文化一直重视的“自
然情感”，是以自然情感为基础构建的新秩序，而不是根据其他外在道

德性原则所推演的规范框架。
不过，潘光旦也清楚地意识到，只靠年龄、性别等自然属性所生发

的情感常常有走向滥情的危险，因而也需要考虑上文所述的“德行、才
智、身份”和“社会性”两个方面。 对于处理家内关系来说，不常涉及社

会性维度，但“德行、智力与才能”这一维度却有着比较大的相关性。
并且，这一维度还具有一个特点，不容易分辨先天性与后天性，也就是

说它常常受到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影响。 潘光旦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人孝父母，若是单单因为他们是父母，而不一定是贤父母，这孝

可以走入愚孝的一途……二千年的历史上，百千州县的地方志里我们

可以找出不知多少愚忠愚孝的例子来”（潘光旦，２０００ｃ：２７）。 在这里，
基于德行与才智的另一标准“贤”进入了考察的视野，这无疑是对自古

以来主要从自然伦理性角度讨论“孝”的思路的质疑与补充，强调对父

母德行、才智的理性认识与判断也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立即会产生

一个问题，父母的贤德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子女对他们的孝？ 或者，
更直接地说，如果父母在德行与才智上都比较平庸，甚至低下，那么是

否就意味着个体可以对父母不孝？ 潘光旦同时代的一些革命者曾公开

以“非孝”①的大旗反抗不贤父母，这种选择固然有其反对僵化道德规

范的勇猛革新精神，但对于一般的普通人来说仍旧难以接受。 也就是

说，父母虽不贤甚或粗鄙，子女也终难完全否认对他们的情感。 那么，
普通人内心的不忍究竟源于何种道理？ “贤”与“孝”之间到底是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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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民国时期反封建健将施存统所写的《非孝》一文，号召青年反抗不贤家长，详细经过

可参见他以“施复亮”之名发表的回忆文章（施复亮，１９４８）。



关系呢？
这并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潘光旦试图从“贤”，或者说德行、才

智的自然性角度做出些许回应。 他认为，德行、才智并不只是一种社会

性属性，它也有其自然性的基础；一个人能否成为品德高尚、才智过人

的人，除了道德自律、自我学习之外，通过遗传所获得的那部分先天性

基础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这意味着，德行与才智是不容易分辨先天

性与后天性的，或者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两者的混合。 因而，面对一些

德行有缺的父母，我们如果考虑到他通过遗传所形成的某些并不优秀，
甚至有时可以说有着相当缺陷的先天品性，就对他们多了一份同情与

理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后天、社会性努力都能够完全克服先天遗传到

的缺陷。 也正是对“贤”之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这种全面理解，能在拒绝

不贤父母某些无理要求的同时，保有对父母之亲亲与情感。 反躬自问，
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在先天的性情、才智与后天的努力、道德

要求之间奋力挣扎。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新式家内关系的伦理精神是自然性与社

会性的综合产物。 要想建立相对稳定、温情的家内关系，需要行动者综

合考量个体间的自然性差异、社会性差异，以及受到自然性与社会性共

同影响的德行与才智差异，从而做出全面、理性的判断。 这是潘光旦构

建的新式家内关系对个体能力的更高要求。 并且，只有了解家庭关系

中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关联与张力，才能在诸如“孝”与“贤”的紧张乃至

冲突之中避免单凭生物自然性所带来的情感无节制，或者单凭道德规

范性所带来的情感压抑，进而更好地实践“亲亲”之义，处理好家人之

间的关系。 从更深的角度来看，潘光旦对家内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对

当时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思潮过度发展的警觉。 他重视“人”，但是，他
重视的是由生物遗传性与文化伦理实践共同造就的人。 由这些要素构

成的“人”与民国初年以来自由主义和各类社会思潮中的“人”的形象

并不完全相同。 与后者强调的人的权利、人格、人人平等不同，潘光旦

更重视的是由生物自然性和社会伦理性共同构成的完整、真实的个体。
当潘光旦尝试着将人的“自然性”带入家庭伦理这一讨论时，他实际上

选择了在环境决定论、个体意志论的时代潮流中逆流而上，从更加整体

性的视角讨论自然遗传性与文化环境的关联，为绝对平等主义纠偏。
在这背后，或许他已经看到，个体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和他者角

力、平等，而是为了找寻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与发展潜能。 只有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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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就宽和的个体与社会，使得“人人能安所遂生” （潘光旦，２０００ｏ：
３５４）。

四、“推爱”：家制变革与民族发展

（一）折中家制与人的培育

潘光旦对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同等重视，还反映在他对家庭规模、同
居方式这些家庭制度的具体改革建议之中。 他虽然赞同当时一些西方

学者，比如普本拿（Ｐｏｐｅｎｏｅ）、歇雷（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的观点（潘光旦，２０００ｌ：
１３４、１３９），认为中国大家族制度在维持“种族精神与血统绵延”方面有

重要价值，但是他更清楚地知道，大家族制度发展到民国时期，不仅在

家内关系上出现了上文提到的问题，而且传统家制所起到的个体与国

家之间的中介性作用也已经消失。 个体在家内培养的情感、道德、伦理

无法向家之外的其他团体、社会与民族扩充，一个大家族“自身便变做

一种社会”，除了家庭与宗族利益以外，不存在其他更高的价值和精

神。 这种“推爱”过程的断裂、家庭的畸形发展，不仅使得个体的发展

受到压抑，而且也使得社会与民族的发展受到阻碍。 这是当时很多学

者对于中国大家族制度的普遍观感。 为了增进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

社会、民族发展，有些学者试图寻找家族与宗族之外的替代性团体，来
促进公共性价值观的养成，比如梁漱溟对于新乡约的讨论（梁漱溟，
２００９）。 但是，对于潘光旦来说，他并不认为完全抛弃家庭制度另辟蹊

径能够真正走通，他的努力方向是结合新旧原则改革家制，培养具有同

情心与责任心的个体，从而将家内的情感伦理“推爱”到社会与民族。
前文有关两性关系和家内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对行动者提出

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对于两性关系中性冲动与社会性情感的平衡，
家内关系中对于他人德行之自然遗传性和社会性的整体考量等。 在家

制改革中，潘光旦进一步讨论了要如何培养这种具有判断力与平衡感，
对于人事有着贴切理解的个体，这集中体现在他关于折中家制的论述

中。 折中家制的设计，回应的是当时社会上关于家庭规模的讨论。 随

着大家制遭遇舆论批判、逐渐解体，大家庭过渡为小家庭，进而发展为

无家庭的观念开始流行。 不过，在潘光旦看来，这只是单线直系演化思

想在家庭问题上的反映，并不被“严格的演化论者”所承认，是没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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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根据的。 因而，他试图呈现出一个不同的新家制图景，即折中家制。
这一新家制的想法在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出版的《中国家庭之问题》一书中有

过比较详细的论述。 同年 １０ 月潘光旦又在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上发表专文论述，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其翻译为“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ｆａｍｉｌｙ”（潘光旦，２０１６：１０４），即“最适宜 ／最佳的家”。

折中家制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把大家族留其根干、去其枝

叶，将家的范围限定在“直系家庭”的范围内，排除了以往大家族中各

种妯娌关系、兄弟关系、叔侄关系引起的枝蔓与纠葛；二是强调兄弟婚

后分家，“为父母及祖父母者即由彼等轮流同居侍养”，①因而一般是三

代或四代人共同居住（潘光旦，２０００ｌ：１３４）。 这样既避免了大家族制的

繁杂与压抑，又避免了小家庭制对于世代传续、种族精神的忽视，即试

图在偏于个人主义的小家庭制与过度强调伦理性的大家族制之间，寻
求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案。 在潘光旦看来，作为生物性的个体均有趋利

避害、保全自我的特性，但是一种家庭制度如果只强调这种生物性需

求，缺乏对种族血统与精神的伦理性认同和延续，则不仅会使家庭丧失

“承上启下之推爱精神”，更会使得个体缺乏精神归属，种族丧失绵延

发展的动力。 同样，如果过分强调家庭的社会性、文化性伦理，则会压

抑甚至泯灭个体发展的可能，阻断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前途，则亦难

以促进个体与社会的整体进步。 正如有研究者（吕文浩，２００９：１７１）注
意到的，潘光旦折中家制构想中的“去其旁系、留其直系”、“轮流同居

侍养”，和其他社会学家比如孙本文、李树青和费孝通的论述有很强的

相似性，即都是重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养与孝，以求实现抚育与赡养功

能。 不过，对于潘光旦来说，除此之外，折中家制还寄托着他有关培养

现代个体之素养的愿望。
潘光旦认为家庭是“训练同情心与责任心最自然最妥善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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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注意的是，潘光旦的观点有前后期的变化。 在 １９２８ 年的《中国家庭之问题》及英文

文章中，他虽然认为“父母之衰，由子女侍奉之”（潘光旦，２０００ｌ：１３３）是合乎情理，但是在

具体的同居侍养问题上，他强调的侍养者是分家后的兄弟。 但在 １９３７ 年《谈婚姻的动

机》中则强调父母“不但与已婚的子或女同居，并且有受子和媳或女和婿的侍奉的权利”
（潘光旦，２０００ｇ：４８０）。 在 １９４７ 年的一篇书评中，虽然没有这么清晰的表述，但他也笼统

地称“由壮年的一辈轮流侍养”（潘光旦，２０００ｍ：８３）。 这说明潘光旦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将父系传承看作一个不可动摇的家制要件，但到了 ３０ 年代，在他所构想的未来家制中，
女儿和女婿也因同居侍养的责任而加入新家制，折中家制不再只是男子之间的父系传

承，具有了更包容的特性。



要达成这种训练的首要条件是具备一个有老有少、大小合适的家庭。
这是他提倡折中家制的用意所在，通过“轮流同居侍养”的方式让每个

家庭都有年老者和年幼者，从而使每个成员都能够在三代互动中培养

相互间的情感与责任，为他们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同情心与责任感奠定

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是同情心与责任心的训练场，但是从训练场

向实践场的转换，或者说从家内情感向家外情感的扩展，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类似于传统儒家伦理的“推爱”过程。 “自亲子

之爱，兄弟之爱，推而为戚族之爱，邦人之爱，由近及远，由亲而疏”（潘
光旦，２０００ｌ：１３６），这里亲子、兄弟、戚族、邦人构成了同情心与责任心

向外扩充的自然环节。 一直以来，传统家族的问题在于，随着家族规模

发展过大，同情心和责任感丧失了扩展到家族之外的可能；而西方小家

庭的问题在于，不和父母同居就丧失了培养这种同情心与责任感的自

然场域，需要从公民教育、社会团体等外部组织中寻求培养的环境与动

力。 与这两种家制相比，折中家制提倡的是三代之家，潘光旦希望通过

这一适宜的家庭规模，既保有“家”培养同情心与责任心的能力，同时

又具备将这种同情心与责任心向外“推爱”的可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由家内向家外的“推爱”要如何实现

呢？ 一个在家庭范围内养成了同情心与责任心的个体，要通过哪些步

骤和方式将这种能力扩展到家之外的社会与民族？ 正如上文所说，在
家与民族之间，有一些中间环节，比如兄弟、姻亲、族人、乡土，等等；同
时，随着民国社会变革的推进，在家族之外也出现了对一些新式团体和

共同体的认同，比如对于“青年群体”的认同，对于“社会”与民族国家

的认同。 这些环节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搭建从家到社会、民族的桥

梁，潘光旦对此也有过一些零星的论述。① 不过，在他看来，最能够实

现“推爱”的，还是以“人的培育”为中心的家制重建，这进一步涉及到

他有关家庭与民族问题的讨论。

（二）家庭与民族发展

讨论潘光旦思想中家庭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潘光旦

８０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１

① 以乡土为例，潘光旦认为乡土情感与家庭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深

的根源。 他提倡通过教育的方式强化这种情感，从而吸引人才回到农村，实现自我对于

乡土的情感与责任（潘光旦，２０００ｆ：１４３）。



独特的民族观念。 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虽然作为社会思潮十分兴盛，但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不同学者理解民族的角度并不一致，出现了文化民

族观、政治民族观、历史民族观、血统论色彩的民族观，等等（张志强，
２０１５）。 潘光旦的立场和这些民族观念不同，他比较重视民族所具有

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他认为民族是介乎种族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存在，只
有当其“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同时“在语言、
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

史”，才能被称为一个民族（潘光旦，２０００ｂ：４３）。 潘光旦一贯认为生物

性是理解文化性的最基础环节（潘光旦，２０００ｈ：３１１ － ３１２）。 他的民族

观念也具有这一特性，即民族的首要意涵是生物性和种族性的，离开生

物意涵，对民族的了解“不免有泛滥无归的危险”（潘光旦，２０００ｂ：２１）。
当时，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历史性危机催生了一大批促进民族发展的设

想与尝试，潘光旦对民族之生物性与文化性的强调，正是试图以此为起

点，探讨民族发展的可能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从家庭到

民族的“推爱”，对他来说，这种“推爱”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路

径是从家庭意识向民族意识的过渡与发展，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家庭实

现“人的培育”，增进人口素质，促进民族发展。
潘光旦对民族生物性与文化性的重视，使得他十分看重“民族意

识”的世代传承性。 在他看来，民族意识只有在血缘的传承、文化生活

的传递中才能深入到每代人的内心深处。 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指

出“真正的民族意识是以家族意识为张本，而脱胎于家族意识的” （潘
光旦，１９３２），培养家族意识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培养出民族意

识。 这一立论的基础是家族和宗族基于生物特性世代传递而具有的绵

延不绝之意，这是家族与民族的共通之处，真正的民族意识必然以家族

意识为基础而形成。 因此，他并不认为“家族意识不发达”的国家，比
如美国，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民族。 在他看来，美国不具备源于家族意

识、“能纵贯世代的民族意识”，它所拥有的只是“横断一时的国家主

义”。 这一论断和当时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典范的思潮之间存在差

异。 在一般观念看来，美国能够称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它克服了家族之私，即家族与民族国家是“私—公”的对立双方，因
而“民族”更重要的是其政治性意涵，是与国家一样的“公”之代表。 但

潘光旦认为这种民族国家观在情感上是无着落的，与之相比，他更强调

民族在个体“心态”层面的意识基础与情感基础，比如以家庭意识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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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建立的民族意识。 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民族意识，才
是促进民族世代传承、发展的动力之源。

“民族意识以家族意识为张本”这一论断的意义，并不只是对现代

民族国家形成基础的反思与批评，它同时也展现了潘光旦对于中国社

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如何看待家族、家国关系的思考。 在

１９３２ 年的一篇文章中，潘光旦曾以宗祠问题为出发点对此有过一些论

述。 他指出只有对培养家族意识的宗祠进行“利导和限制”，才能在抑

制家族意识畸形发展的同时，培育出民族意识。 随着当代社会中宗族

与祠堂的复兴，潘光旦对宗祠的“利导和限制”态度似乎已无不妥，但
在当时却不可不谓“出格”，因为其时舆论界对宗祠的批判比批判家族

更为激烈，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宗祠不革除，民族和国家意识根本没有办

法培植。 虽然对宗祠“利导和限制”之论在潘光旦以后的著述中似乎

再未提及，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民族意识以家族意识为张

本”的判断。 虽然大家族制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通过家谱、折
中家制所体现的“谨始怀来”（潘光旦，２０００ｓ）的“家”之意识，仍是他试

图重建民族意识的关键。
除了从家庭意识向民族意识的扩展，“人的培育”也是个体由家到

民族、实现对民族“推爱”的重要路径。 在潘光旦看来，中国传统社会

能够通过家族联姻、世族教育的方式保证人才的继替。 比如他对嘉兴

望族血缘网的考察就发现，望族间的联姻是嘉兴人才产生和维系的重

要来源（潘光旦，２０００ｑ）；同样，伶人家族间的联姻也保障了此种人才

的代际传递与发展（潘光旦，２０００ｐ）。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家族制潜藏

着优生学的意涵，家族间的联姻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养成（潘光旦，
２０００ｔ：２７４）。 但是，随着大家族制的灭亡、世族联姻制度的不复存在，
现代家庭需要通过一种怎样的新方式来完成这种对于民族发展十分重

要的“人的培育”呢？
简单来说，潘光旦的想法是以三代同居的折中家制构想为基础，呼

吁更多人通过婚姻选择、生养后代的方式培养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增进

民族人口质量，促进民族发展。 这其中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是两个交替

出现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男女双方进行审慎的“婚姻选择”，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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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光旦虽然重视改革宗祠，使其利于培养民族意识，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宗祠制之行将

解体，已为不可免之事实”（潘光旦，２０００ｌ：１３９）。



优良品质的个体相结合，将优良品质遗传给子女；第二个步骤是在一个

三代同居的折中家庭中培养子女的同情心与责任心，使先天遗传取得

的优良基因得以表现与发展；随后伴随着子女的成长，再发展到第一个

步骤，交替往复。 需要补充的是，潘光旦所看重的“优良品质”①既包括

身体品质，也包括“一般的智力和特殊的才能”，以及某些心理品性，例
如“性情”（潘光旦，２０００ｋ：３２３）。 潘光旦对于身体、才智、心理品性可

以遗传的观点颇值得注意。 他并不是一个遗传决定论者，而是主张这

些品质的培养是难以分辨先天和后天的，它既靠先天遗传的部分获得，
也依靠在后天合适的社会环境中的显现与进一步培育。 也就是说，在
代际继替的过程中，依靠自然遗传与社会伦理培育的共同作用，将优良

品质不断保存、壮大，促进整个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朝着健康的方向

发展。
从“人的培育”这一角度来看，潘光旦新家制构想中的家庭与民族

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折中家制提供了先天性优良品质得以表

现和发展的环境；在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中培养的同情心与责任心、对
人事之自然性与伦理性综合考量的能力，也使得这种优良品质更趋丰

富；当这些品质通过适宜的“婚姻选择”传递给子女后，它们又会在子

女一代继续发展，受到先天性与后天性，或称遗传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交

互影响……这样一条良性发展链，是潘光旦从家庭视角出发为民族发

展设想的道路，也就是其所说的民族发展“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

础或种族基础”（潘光旦，２０００ｂ：２７），即可持续性地培养具有优秀品质

的个体的能力。 潘光旦曾颇为不满地指出，“十年来关于民族复兴的

讨论，几乎全都是偏在文化因素一方面”（潘光旦，２０００ｂ：３７）。 与之不

同，这条“培养具有优秀品质的人”的路径，是他从生物自然性与社会

性角度探讨民族发展的尝试，他称其为社会选择或人文选择，是对自然

选择的模仿，其功效可与后者“同功而无其惨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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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优生学对于优良品质和地位、职业相关性的研究曾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比如孙本文就

认为优生学有重视财富、地位与势力，忽视贫穷、失势与无社会地位人的倾向（孙本文，
２０１２ａ，２０１２ｂ），周建人也有类似的批评（周建人，２０００）。 不过，细察潘光旦有关优生学的

文字，似乎很难看出这种倾向，他虽然承认在估量一个人流品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教
育造诣”是“不得不参考”的“比较间接的方法”，但是他明确地指出“流品很高，而社会地

位很低，自营生计的能力很薄弱，或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例外分子” （潘光旦，２０００ｋ：
２９６）也是不一而足的。 即具有优良品质的人散布在各个阶层中，并且重要的不是其具有

的地位、财富，而是其潜在的优良品质。



五、小　 结

本文的论述存在一隐一显两条线索。 文章开篇提到的潘光旦思想

中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综合，是他重新思考两性关系、家内关系、家
庭制度，乃至家庭与民族关系的重要理据，是一条隐性的线索。 而潘光

旦重构新家庭的诸步骤，比如讨论如何建立稳定的两性关系、如何处理

家内关系、对家庭规模与同居方式的设计，以及对家庭与民族关系的分

析，是一条显性的线索。 当本文按照显性线索展开论述，自然性与伦理

性这对关系一直存在，并且随着显性线索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在隐性线索中，潘光旦通过考察两性关系中个体性冲动与随之产

生的依恋感指出，两性关系的稳定需要综合考虑个体的自然性需求与

伦理性要求，只有具有此种平衡感的个体才能建立稳定的性爱共同体，
为新家制打下基石。 同样，在家内关系的处理中，也需要这种自然性与

伦理性的平衡，只是与两性关系易于走向强调性冲动或精神恋爱的两

极化趋势不同，家内关系更容易发展为一极化，即过分强调家庭伦理对

于个体的强制性要求。 对此，潘光旦从“位育”理论出发，认为个体要

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发挥主动性，要在处理家内关系时综合考量他人的

自然性与社会性。 折中家制的构想其宗旨是在过度强调生物自保性、
个人主义的小家庭制度与偏重伦理性要求的大家族制度之间寻求一个

适中方案，既为培养个体同情心与责任心营造环境，又为同情心与责任

心向家庭之外“推爱”提供可能。 在潘光旦看来，这种“推爱”的实现途

径之一是通过婚姻选择的遗传作用与折中家制的社会性培养，增进民

族人口的“优良品质”，促进民族发展。 由此可见，自然性与伦理性的

平衡、综合，构成了潘光旦新家制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对于当代家庭

研究，乃至整个社会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与警醒性，过度地提倡

一方，忽视另一方，既不利于家庭的发展，也不利于个体与民族的发展。
在显性线索中，潘光旦所面对的民国家庭问题以及他有关新家庭

制度的思考，也与当下的家庭问题、家庭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潘光

旦的新家制构想，回应的是从传统大家族向新式家庭转变的社会变迁。
这一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带来了家庭成员相互关系与互动

方式的变化，以往家庭处于个体与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中介性也随之

消失，愈趋私人化。 时至今日，这一家庭转型虽然已经过去近百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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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中国传统大家族制度的漫长发展历史相比，新式家庭制度仍处于

一个初步发展阶段，百年前所面对的问题仍以新的形式存在。 一方面，
如何在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情况下处理家内成员关系、避免老幼失养，
仍旧是学界与舆论界关心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家庭所呈现的个体

化趋势（阎云翔，２０１７；沈奕斐，２０１３）使得“代际团结”、“孝道”问题颇

受学界关注，如何在尊重各个家庭成员自我发展意愿的情况下，重新思

考家庭成员互助合作、和谐共处的方式方法，成为需要认真研究的问

题。 另一方面，家庭原本处于个体与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中介性正在

进一步消亡。 有学者指出，国家对家庭的改造使得家庭私人化趋势增

强，个体“从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被解放” （阎云翔，２０１７：２６１）。
伴随着这种个体解放而产生的悖论是，由于家庭与国家、社会进一步分

离，成为一种私人化的场域，个体不仅不能通过家庭为社会、民族发展

助力，甚至连以家庭为单位与国家 ／政治沟通、对话的能力也几乎丧失。
因而，在这样的家庭制度中产生的个体常常是“个体化”、“去政治化”
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潘光旦在民国时期重新探讨家内关系新伦理的

努力，以及他重建家庭作为个体、民族之间中介性的尝试，都是对家庭

变革关键环节的回应。 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旧是研究中国家庭无法

回避的重要问题。
潘光旦在显性线索中所展现的某些家制设想，比如“婚姻选择”，

其重要性或许并不完全体现在当下人们进行婚姻选择的行为中，而在

于它试图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家庭研究命题：家庭与“人的培育”之间的

关联性。 潘光旦家庭研究试图突破只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与单位

进行讨论的范式，希望将其作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总体性问题，这
种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人的培育问题。 潘光旦认为，一个社会或

一种文化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只有健全的人才能推动社会与文化的健

康发展，而家庭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育工作不仅

反映在生物遗传性方面，即通过“婚姻选择”与生育的方式将个体优良

品质遗传给后代；还反映在社会性方面，即通过折中家制有老有少的制

度设计、两性间“欲—恋”的平衡、对家内关系的三重维度的关注，全面

培养个体的同情心、责任感和理性地看待自然生物性与社会伦理性的

能力。 正是通过自然遗传与社会制度，潘光旦将重建家庭制度这一工

作发展为一项“培养日臻完善的人”的事业。 根据他的新家制设计，这
些从自然遗传与折中家制两方面受到培育和锻炼的人，在处理两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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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家内关系时有着基于自然性与伦理性的综合考量。 同时更重要的

是，这种家制培育的不是“去政治化的”、沉溺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个

体，而是对公共性事务有着责任感与担当勇气的人，这是缓解现代社会

中个体解放可能带来的“原子化个体”危险的重要方式。 在潘光旦看

来，只有通过适宜的家庭环境与家庭制度进行“人的培育”，才能从根

本上奠定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发展基础。
潘光旦的家庭研究并不是孤立的思想片段，它从属于他对一个更

为根本的文化命运问题的整体思考，亦即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如何在

“中西古今”的历史处境中寻求现代出路。 潘光旦一生中对于“人”的
重要性的持续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对他来

说，任何一个现代个体，首先要“做一个人”。 只有当“做人而有余力”
之后，才可能“向各方面做活动的分子”。 而“做人”就要做一个“对人、
对己、对天地万物都比较能够”有所交代的人。 用他的一个颇为形象

的说法，即一个“囫囵的人”，或者说一个整全的人。 这样的人，是能保

持“欲—恋”关系平衡，家内关系和睦，并向社会和民族“推爱”的现代

个体。 在这个意义上，潘光旦对家庭制度变革和“人的培育”问题的重

视，是为了进一步回答这种作为现代中国担当者的“整全的人”得以形

成的条件与环境。 当我们在他的新家制构想中看到从个体、家庭、社会

到民族的复杂关联时，我们仿佛看见了他所说的一个个囫囵的人“在
宇宙之中、在社会生活里面、在自己的种种欲望之间”寻求“能周旋中

矩的办法”的努力（潘光旦，２００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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